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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业结构与 

就业结构耦合效应研究 

——以江西为例 

章丽萍 蒋尧明
1
 

【摘 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江西省如何在推进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中保持

就业的稳定性，成为重点关注的领域。基于三螺旋理论，进行静态分析和动态实证研究，横向解构江西省“产业结

构—就业结构”的耦合性，识别出江西省“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存在失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三次产业的

地位转变，第一、二产业劳动力出现过剩趋势，第三产业劳动力也出现不足；现阶段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耦

合度一般，属于“就业滞后型”。从“企业—高校—政府”三方的协同关系入手，通过打造“政产学”相融合的创

新平台，实现耦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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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崛起，伴随着产业结构阶梯式跨越升

级，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为响应“十四五”规划，江西省以“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提高现代化产业链水平”为目标，确立了高

质量发展的首要战略，强调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拉动就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与服务业多维度创新

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作用，二者的耦合效应不仅是江西省区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必须关注的重点，也是区域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求。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系统运转中，企业、高校、政府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Etzkowitz 和 Leydesdorff 将三者的协同互动关系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奠定了三螺旋创新理论基础。[2]在

此理论框架下，高校为社会培养高技能型人才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新兴企业的崛起为市场提供更多新型岗位以提高就

业水平，政府以政策和资金扶持强化产业升级和就业的联动效应。 

二、相关研究评述 

（一）三螺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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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产业—政府”之间相互交叠形成三螺旋关系，是促进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工具[3]，也是创新力量的主要来源，三者的

合作可以推动创新发展与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4]。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三螺旋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也表现出了其可

行性。
[5]
因此，众多学者开始研究三螺旋三个主体的互相作用关系及其带来的影响，发现“高校—企业—政府”三者合作博弈可

以带来协同效应，同时大学发挥着更主要的引导和创造作用[6]，是知识生产和人才输出的源泉；政府通过建立合理的契约关系约

束并鼓励各主体，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7]在我国，短期内“强政府”模式可能可以推动发展，但随着大学、产业等创新

主体地位的提升，政府的职能需求随之转换；[8]企业则是将大学输出的内容转化为具象成果的场所，它已经成为与政府和产业同

等重要的创新主体。[9] 

由此可见，在一个三螺旋结构中，一根螺旋线可以代替另一根成为主驱动力，原来的核心螺旋线就变成了支撑力量，即大学、

产业、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领导性力量，三者相互作用，实现动态平衡。
[10]

三螺旋理论下，大学、产业、政府通过合作交流和

角色转换，原有的边界日渐模糊，两两之间的范围不断重叠并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实现资源共享[11]，这一过程为创新研究领域

提供了新思路，三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企业的资本越丰富，其要素整合能力就越强，资源共享就越密集，其创新效率也就越高。

另外，为了避免文化、组织等壁垒破坏三螺旋主体间合作的建立及维持，可以利用中介组织探讨其对三螺旋主体合作机制的维持

作用。[12] 

（二）国内外“产业—就业”结构 

关于产业结构与产业升级，很多学者都指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性。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对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13]具体

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起到了增长的作用，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更密切，而在产业

结构不合理期间，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相反还有负向影响。[14]自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出以来，就业

结构作为在社会系统中与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另一子系统，也衍生出了较多研究话题，例如在全球低碳要求下，也可以通过技术

创新和降低高碳产业比重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15] 

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多数学者基于不同方面指出了二者的耦合关系：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合理化都有助于高校教育水

平以及就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间接影响就业结构；[16]产业结构的改进也的确可以拉动就业结构，且不同的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程度不同；[17]基于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和劳动生产率三个维度，第三产业对就业的驱动效应最强，且最能吸纳市场劳

动力，而第一、第二产业与就业结构的不平衡效应较为突出；[18]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的结构符合产业

产出重心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规律；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动，在增加失业可能性的同时也伴随着

机遇，与此同时受冲击的大小取决于就业人员甚至于整个劳动力资源的素质[19]；“教育—产业”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通

过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
[20]
 

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二者之间的耦合问题提供了新的证

据支撑。国内外学者虽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但鲜有学者从三螺旋角度进行

探究；第二，进一步拓展了三螺旋理论的研究视角。现有研究大多是将三螺旋理论引入“教育—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分析中，但

基于“企业—高校—政府”视角探讨区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耦合性问题的研究并不多。三螺旋视角下“官产学”的融合

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就业市场的矛盾，其对促进“产业—就业”结构协调发展关系如图 1 所

示。因此，本文基于江西省 2000—2019 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对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耦合度进行实证分析，

识别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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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三螺旋理论下“产业—就业”结构的耦合关系 

三、江西省“产业—就业”结构耦合效应分析 

（一）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如图 2 所示，江西省的生产总值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第一产业 1增长幅度最为平缓；第二产业在 2010 年快速发展，增长

势头相较前几年有所放缓；第三产业则处于快速发展状态。2015 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得益于供给侧改

革，推进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变，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从原来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向“三二一”产业结构转

变。 

从图3所示的 2000—2019年江西省三次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江西省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升级和优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占比连续下降，从 2000 年的 24.22%下降到 2019 年的 8.30%；第二产业则呈波动状态，但总

体还是略有上升，从 2000 年的 34.98%增长到 2019 年的 44.2%；第三产业从 2000 年开始呈下降趋势，且在 2003 年所占比重降

到第二，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 2008 年，转而开始稳步上升，在 2019 年反超第二产业达到 47.50%，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导产

业。 

从图 4 所示的江西省三次产业 2000—2019 年就业占比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在 2000 年时第一产业还是江西的主导产业，

就业占比位于第一，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位于最后。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对江西省产生了深刻影响，带来了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产业结构又与就业结构有着密切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就业结构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因此，第一产

业就业的占比不断下降，而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占比均稳步上升，与图 3中三次产业所占比重的走向大体吻合。但到了 2011 年

其总体结构仍以“二三一”模式为主，结合图 3 和图 4 来看，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在 2013 年反超了第一产业，而 2000 年以来

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就一直高于第一产业；在2011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占比也反超第一、二产业，其产值占比在 2018 年时才

超过第二产业，说明江西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具有趋同性但协调性不高，究其原因在于，第三产业虽然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但仍然无法吸纳农业转移和大量低端剩余劳动力，高技能人才不足而低端劳动力过剩使得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度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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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19 年江西省生产总值 

 

图 3 2000—2019 年江西省产业占比变化趋势 



 

 5 

 

图 4江西省三大产业就业的比重 

（二）耦合效应分析 

1.产业结构偏离度 

选取江西省 2000—2019 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和产值数据，通过产业结构偏离度（见表 1）来测量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

否协调[21]，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表 1 2000—2019 年江西省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0 -0.5333 1.4257 0.2113 2010 -0.6596 0.8269 0.0082 

2001 -0.5486 1.5347 0.1878 2011 -0.6541 0.8140 -0.0563 

2002 -0.5731 1.4872 0.1873 2012 -0.6432 0.7295 -0.0403 

2003 -0.6054 1.1472 0.0852 2013 -0.6404 0.6824 -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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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0.5755 1.2511 0.0704 2014 -0.6526 0.6304 -0.0054 

2005 -0.6100 1.1472 0.0852 2015 -0.6466 0.5476 0.0427 

2006 -0.5703 0.8039 0.0044 2016 -0.6486 0.4731 0.0960 

2007 -0.6037 0.9625 -0.0036 2017 -0.6781 0.4717 0.0977 

2008 -0.5966 0.9221 -0.0321 2018 -0.6873 0.4170 0.1323 

2009 -0.6337 0.8080 0.0628 2019 -0.6880 0.3394 0.1757 

 

数据来源：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图 5 2000—2019 年江西省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 

如图 5所示，江西省第一产业一直呈现负的结构偏离度，说明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内部长期存在富余劳动力，

产业发展较慢，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存在劳动力流失现象。2000—2019年江西省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都在-0.6 左右，

意味着第一产业对就业有“挤出”效应，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智慧农业推出了大量低端劳动力且这些劳动力不能成功被其他

产业承接，导致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能同步。 

江西省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一直呈现出较高的正偏离，说明第二产业长期对劳动力需求量很大，其产业结构偏离度随着

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不断向 0趋近，说明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变少，其承接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逐渐减弱，产业结构和

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截至 2019年，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达到 0.3394，与平均值 0.0883 和标准差 0.0860 相比仍处

于较高水平，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调整存在矛盾，产业结构仍需继续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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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比更趋于 0且基本都是正值，在 2006—2014 年时其结构偏离度极度

接近于 0，但产业结构偏离度在 2006 年之前和 2014 年之后数值逐渐升高，呈现“U”型结构，说明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

结构协调性在初期表现良好。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第三产业的产值呈高速增长趋势，经济增长拉动了就业增长且呈现的效果较

好，成为拉动就业的主力，服务业的专业性不强、行业壁垒较低、就业需求量大等特点使其能够有效承接剩余劳动力，但随着新

兴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对劳动人员技能和专业水平的要求增加，低端的劳动力无法满足新兴服务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所以结构

偏离度又逐渐上升，最终呈现大“U”型结构。 

2.就业弹性 

就业弹性能够反映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推动作用。
[22]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如图 6 所示江西省就业弹性呈波动状态，从表 2 可以看出，总体的就业弹性 2在-0.913 与 0.538 之间，大多数年份都呈正

值，且图 2显示江西省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说明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就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从整

体的变化趋势来看，2000—2013 年的就业弹性均保持在 0.15左右，2014 年后就业弹性下降到了 0.04,2015 年和 2019年甚至降

为负值，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分三次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基本都是负值，均值为-0.256，说明第

一产业有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转移到其他产业，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行业壁垒且劳动者素质水平不一所致，对就业存在挤出效

应，这也是技术水平提升、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除了 2000 年、2001 年和 2007 年呈负值外，其余年份

皆为正值，这三年成负值是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对第二产业造成了冲击，暂时性抑制了产业就业情况，使得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从

2006 年的 1.795大幅反弹降至 2007 年的-0.426，因其余年份的就业弹性波动状态相对稳定，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对就业的拉动

作用总体较为稳定；第三产业在 2006 年的就业弹性为 1.354,2007 年为-0.758，第三产业的产值增加从对就业有较大拉动作用

转变成对就业呈现挤出效应，主要是由于 2001 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 2002—2006 年成为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

黄金时期，就业形势也呈较好态势；而2007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造成了不小冲击，其他年份的波

动处于正常范围且就业弹性略高于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说明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且效果略好于第二产业的拉

动作用。 

表 2江西省 2000—2019年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 

年份 

三次产业就业弹性 

总弹性  年份 

三次产业就业弹性 

总弹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2000 0.811 -5.922 1.028 -0.913  2010 -0.174 0.249 0.213 0.118 

2001 -0.151 -0.087 0.143 -0.014  2011 0.025 0.467 0.745 0.412 

2002 0.068 0.520 -0.195 0.090  2012 -0.365 0.440 0.185 0.087 

2003 -0.292 0.510 -0.276 0.060  2013 -0.313 0.382 0.188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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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0.039 0.593 0.176 0.148  2014 -0.823 0.218 0.145 0.062 

2005 -0.508 0.607 0.230 0.191  2015 -0.362 0.704 0.128 -0.523 

2006 -0.767 1.795 1.354 0.538  2016 -0.216 0.104 0.163 0.456 

2007 0.050 -0.426 -0.758 -0.266  2017 0.690 0.148 0.184 0.037 

2008 -0.066 0.266 0.068 0.062  2018 -1.666 0.034 0.093 0.036 

2009 -0.663 0.288 0.074 0.096  2019 -0.350 0.005 0.099 -0.012 

 

数据来源：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图 6江西省 2000—2019年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 

（三）小结 

通过对江西省产业结构偏离度和就业弹性的分析，可知江西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仍存在一定偏差。 

第一产业产值在缓慢上升，而就业比重快速下降，伴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第一产业技术水平提高，释放出大量的低端劳动

力，这一部分劳动力缺乏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不仅被第一产业“挤出”还无法被二、三产业有效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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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正偏离呈下降趋势，就业弹性呈正值但系数较小，说明产业的优化升级、技术的迭代更新对传统的制造

业产生了替代效应，现有的技术人才不能匹配新一代技术的岗位空缺，传统制造业人才不能满足新型制造业的行业要求，两者之

间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掌握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3]
 

第三产业产值快速增长，结构偏离度虽然处于较均衡状态，但是就业弹性系数趋近于 0，说明第三产业最初由于行业壁垒低、

需求量大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出现，新兴服务业对就业人员需求更加多元化和高层次，低

端的劳动力无法被消化且高端人才缺口仍在扩大[24]，造成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失调。综上所述，江西省就业结

构略微滞后于产业结构。 

四、耦合度实证研究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江西省产业结构已完成了“一二三”型向“二三一”型的转变，但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仍存在失

衡问题，要想从“二三一”型转变成“三二一”型，则需进一步进行产业升级。因此，本文在产业结构 3个一级指标和就业结构

2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三螺旋理论中企业、高校和政府 3个主体为一级指标的官产学协同系统，以此探究“企业—高

校—政府”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水平的影响。本文使用 SPSS22.0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分

析江西省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水平，探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依赖与制约的程度。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绝对

平均偏差模型）绝对平均偏差 表示 n个地区 x指标的一体化程度，结果如表 3所示。 

本文从高度化、合理化、高效化三个方面[25,26,27,28]构建产业结构的一级指标体系 3，设 Xij(i=1,2;j=1,2,3,...,n）为第 i 个

子系统的第 j个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二）权重确认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官产学协同系统三个子系统中的相关指标较多，且指标的单位不同，为便于数据的整体分析和系统

间的数据对比，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4，并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同度量处理。通过 SPSS22.0 数据分析软件确定各个指标

的权重（见表 4），以主成分分析保证权重 5确定过程的客观性。 

表 3“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式 属性 

产业结构（U1） 高度化 

R&D 经费投入（X11） R&D 经费/江西省 GDP 正向 

工业化率（X12） 工业增加值/江西省 GDP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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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 

国有企业占比（X13） 国有企业产值/工业企业总产值 逆向 

二三产产业占比

（X14） 
二、三产业产值/江西省 GDP 正向 

高效化 

人均 GDP（X15） 产业增加值/产业就业人口 正向 

人均投入产出比

（X16） 
产业增加值/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正向 

就业结构（U1） 

结构 
三产结构偏离度

（X21） 

GDP 的产业比重/就业的产业比重-

1 
逆向 

效率 三产就业弹性（X22） 就业增长率/产值增长率 正向 

官产学协同系统

（U3） 

企业 

科技成果转化（X31） 专利授权量 正向 

劳动生产率（X32） 工业总产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正向 

高校 

高等教育师生比

（X33） 
学生人数/高等教育教师人数 逆向 

人才输出（X34） 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 逆向 

政府 

财政资金投入（X35） 财政教育支出/江西省GDP 正向 

经济运行质量（X36） 财政收入/江西省GDP 逆向 

 

表 4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综合评价体系及权重一览表 

变量 相关指标 性质 权重 

产业结构 

R&D 经费投入 正向 5.91% 

工业化率 正向 7.99% 

国有企业占比 逆向 7.49% 

二三产产业占比 正向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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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 正向 7.47% 

人均投入产出比 正向 7.47% 

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偏离度 逆向 7.71% 

就业弹性 正向 6.01% 

官产学协同系统 

科技成果转化 正向 8.10% 

劳动生产率 正向 7.41% 

高等教育师生比 逆向 7.04% 

人才输出 逆向 7.56% 

财政资金投入 正向 4.71% 

经济运行质量 逆向 7.79% 

 

（三）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共涉及三个指标值的计算，分别是耦合度 C 值、协调指数 T 值、耦合协调度 D 值，结合耦合协调度 D 值和协调

度等级划分标准 6（见表 5），最终得出各项耦合协调程度（见表 6）。 

给定 n≥2个子系统，用 Ui≥0表示系统的评价值，耦合度 C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 5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0.0-0.1) 1 极度失调 

[0.1-0.2) 2 严重失调 

[0.2-0.3) 3 中度失调 

[0.3-0.4) 4 轻度失调 

[0.4-0.5) 5 濒临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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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6 勉强协调 

[0.6-0.7) 7 初级协调 

[0.7-0.8) 8 中级协调 

[0.8-0.9) 9 良好协调 

[0.9-1.0) 10 优质协调 

 

 

式中：C1和 C2表示两种耦合度，当任一系统值为 0时，耦合度为 0，当所有系统值均为 0时，耦合度无意义。 

关于协调指标 T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关于耦合协调度 D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按照上述步骤对 2000—2019年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所得结果如表 6所示。根据表 5的耦合

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对其协调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发现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协调程度多为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

整体来看，耦合度一般，但从时间上来看，耦合度水平总体还是有所提升的。 

表 6 2000—2019 年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表 

年份 耦合度 C值 协调指数 T值 耦合协调度 D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2000 年 0.199 0.277 0.235 3 中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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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0.350 0.389 0.369 4 轻度失调 

2002 年 0.506 0.425 0.464 5 濒临失调 

2003 年 0.616 0.443 0.522 6 勉强协调 

2004 年 0.679 0.405 0.524 6 勉强协调 

2005 年 0.729 0.432 0.561 6 勉强协调 

2006 年 0.725 0.433 0.560 6 勉强协调 

2007 年 0.776 0.407 0.562 6 勉强协调 

2008 年 0.652 0.385 0.501 6 勉强协调 

2009 年 0.713 0.391 0.528 6 勉强协调 

2010 年 0.543 0.394 0.463 5 濒临失调 

2011 年 0.736 0.495 0.604 7 初级协调 

2012 年 0.787 0.530 0.646 7 初级协调 

2013 年 0.807 0.522 0.649 7 初级协调 

2014 年 0.779 0.517 0.635 7 初级协调 

2015 年 0.770 0.521 0.634 7 初级协调 

2016 年 0.746 0.587 0.662 7 初级协调 

2017 年 0.724 0.590 0.654 7 初级协调 

2018 年 0.576 0.614 0.595 6 勉强协调 

2019 年 0.671 0.649 0.660 7 初级协调 

 

五、实证研究结果 

通过对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进行静态指标分析和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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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业结构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升级优化，两者间的协调性在不断提高，但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明显高于就业结构提升水平，

属于“就业滞后型”。 

（一）静态指标 

2000—2019年，江西省第一产业的产值从 817.17亿元增长到11760.11 亿元，拉动了就业，但其产值比重从 24.22%下降到

8.30%，就业比重也从 51.90%降到 26.60%。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一产业的就业空间趋于饱和，对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虽

然带动了技术变革，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其对农业科研人才的需求并不匹配。 

第二产业的产值呈快速增长趋势，从 700.76 亿元增长到 10939.83 亿元，实现了 15.60 倍的增长，产值的比重也处于较高

水平，但其产业结构偏离度呈正偏离，在 2019年时仍达到0.34，说明第二产业具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力，但是也并没有成功

转移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其原因可能是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要比第一产业的高。 

得益于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提出，第三产业的产值呈高速增长趋势，说明第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独特优势，其

产值比重在 2019 年达到 47.50%，就业弹性同年达到 0.10，二者都呈现较优状态。 

（二）动态分析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耦合、协调能力及内在机制，发现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耦合度

一般。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虽然都在同向发展，但是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明显高于就业结构提升水平，属于“就业滞后型”。随着

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推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有所改善，耦合度有相应的提高。但从分析结果可知，产业

结构与就业结构仅达到初级协调，就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跟上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脚步。 

“产业—就业”系统的协调度是耦合度与发展水平的综合表现，其既受到耦合度波动的影响，也受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素质

水平的影响。[29]总体而言，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表现的波动变化规律与耦合度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只在样本初期受发展水平的

影响较大，在产业经济不断增长和就业水平不断提高后协调度受耦合度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应该

更为重视就业体系与产业体系的耦合关系。[30] 

六、对策建议 

通过将三者的角色定位、联动关系、江西省“产业—就业”发展状况、江西省“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相

结合，提出对策建议。 

（一）发挥高校在完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中的基地作用 

高校作为三螺旋主体之一，是人才培养与输出的基地，并且高校在三螺旋创新体系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跃居领先地位。只有高

校和相关科研机构与产业之间有效衔接，才能有效缓解“就业难”和“用工荒”的矛盾现象。目前，江西省各大高校的就业指导

课程内容缺乏且形式单一，没有充分发挥高校所具有的基地作用。一方面，江西省无论是师范类、农林类，还是财经类、理工类、

综合类型的院校，都需要增加实践课程占比，开设就业指导，增加实训基地。另一方面，采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专业技能为关

键的教学模式，培育出能提供后续服务、协同解决用户问题的服务型人才。同时，加强与企业协同合作，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优势

为高校学生开展培训，助力科研，挖掘人才价值。另外，有研究得出结论，贫困代际传递抑制了远距离就业流动倾向，此时贫困

毕业生主要出于劳动力流动成本承受或家庭照料等动机，但在可接受近距离范围内的就业地，预期流动收入又刺激了贫困毕业

生选择离乡就业。
[31]
鉴于此，省内高校要在学业激励机制、就业辅导机制的基础上，尝试设立贫困毕业生就业补助金，帮助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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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学生努力成才，毕业时留在省内就业，留住高层次人才，改善本省就业人才结构。 

（二）挖掘企业在完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中的载体作用 

企业是产业发展的有机载体，通过与相关高等院校和研究院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建立更高层次的研发中心，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速度。另外，企业可以通过资源信息优势驱动高校学生就业匹配度提升。目前江西省 VR产业、油茶产业、稀土产业等都是重

点发展的产业。“政府—企业”应当协同助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VR产业作为南昌的支柱产业，全省正全力打造 VR产业“江

西高地”；着力打造 VR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形成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吸引和留住

高素质人才，提高就业人员的质量。面对油茶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通过建立油茶核心高产示范基地,借助省

内各农林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持续推进产研结合、产品创新和产业链开发等方向的发展，及时推进先进研究成果的转

化，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提升油茶产品的加工深度与产品附加值。此外，企业通过划分“低、中、高”技能岗位，防止“大

材小用”现象，也能保障低技能劳动力有岗可去，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就业渠道的同时保证服务质量。 

（三）强化政府在完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协调发展中的杠杆作用 

江西省“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低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及就业结构合理化尚待提升。政府作为联系高校及企业

的纽带，可以通过相关手段构建“杠杆”来调节“高校—企业”的协调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协

调性。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支持—政策优惠”来助力产业结构合理发展。政府可以利用“VR”产业平台，大力引进资本，

优化顶层设计，有效利用江西省的资源要素，对VR项目进行妥善规划。其次，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支撑产业之一的油茶产业以及

江西省赣州市重点发展的稀土产业，省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大相应产业资金的投入，完善项目贷款利率优惠等一系列

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等为企业或者相关农业生产者提供资金支持。最后，长期以来第二产业是江西省的主导产业，目前吸纳劳动

力的潜力趋于饱和，且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比重偏高，政府可以高校数字化为指导方向，深化制造业和互联

网融合发展，推动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助“人才引进与培养”这一纽带来推进就业结构合理提

升。尤其是面对农村已有部分劳动力技能不足现象，政府应继续引导教育资金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倾斜，打破户籍限制，从源头上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进而优化就业结构失衡现象，最终促进就业结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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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

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2总弹性由三次产业总的就业增长率除以总产业产值增长率得出。 

3指标体系的选取主要参见王淑佳等《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自然资源学报》2021 年第 3期）、段云龙等《产

学研区域共生系统协同创新效率研究》（《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第 7期）。数据主要收集自历年《江西统计年鉴》中关于江西生

产总值、就业人数、工业和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相关信息的统计，其中的国有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4用极差法对所用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5 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层次的权重指标，KMO 值为 0.578，说明比较适合进行分析，且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对应 p 值为

0，小于0.05也说明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6协调等级划分标准参见侯杰、彭亮《高等教育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实证》（《统计与决策》2021 年第 5期）。 


